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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学界对于不当得利应采非统一说虽已广为接受，但对类型化本身意义及其内涵的理解仍显单薄。通

过对日本当下类型论学说的简要探究，可以发现非统一说理解的核心在于不当得利制度定位的不自足性，

而基于不自足性出发，不当得利制度中统一理解与非统一说并不处于对立的关系，从而可以将不当得利

制度定位为民法体系中的返还制度。而基于不自足性以及功能性的定位出发，可以明确不当得利制度构

建的方向：对于类型化做体系性整理、对于要件以及效果的构建需考察基础关系中的法秩序、得利丧失

抗辩规则应由原先核心位置降位至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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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theory of non-unification of unjust enrichmen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the cur-
rent academic circl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typification itself is 
still weak. Through a brief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type theory in Japa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ore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on-unity theory lies in the lack of self-sufficiency in the posi-
tioning of the unjust enrichment system. Therefore, the system of unjust enrichment can be 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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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ed as a restitution system in the civil law system. Based on the positioning of insufficiency and 
functionality,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just enrichment system can be clarified: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for typif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lements and effects need to ex-
amine the legal order in the basic relationship, and the defense rules for loss of gain. It should be 
demoted from the original core position to the 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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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由王泽鉴先生耕耘播种，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主流学说已弃不当得利的统一说转采非统一说。但

对于非统一说理念的接受，似乎仍处于一种盲从的状态。质言之，对于非统一说的实质及其意义鲜有学

者论及。这表现在学界不仅对统一说以及非统一说此间区别着墨略少，且虽均支持非统一说，但对其理

解仍停留于法律上原因亦或是构成要件的区分上。如：“问题重心在于：无法律上原因及财产利益之移

动的构成要件要素能够由一套要件态样完整涵盖，或是需要数个自存在基础不同之规范对象所建构之数

套互相独立之构成要件要素始能完整涵盖”[1]。“如何判断是否无合法根据(无法律上的原因)，有统一

说和非统一说两种对立的主张”1，又或者直接不予展开而遵循通说[2]。而且在不当得利的法效果层面，

除去双务合同下不当得利偶有提及类型化的修正 2，仍以得利人的主观样态对返还效果作区别处理，而从

先行的类型化角度上来看，与过往统一说的处理并无实质区别，毋宁说仍为一种效果层面的统一说。但

问题在于，如若法律概念的区分于实际效果上并无区别，此种区分意义何在？ 
对于改采非统一说的转变，现有讨论通常着目于对于统一说的批判，以及对于非统一说类型化后功

能性的认可。但一方面，类型化的版本多种多样无助于通说的形成，另一方面，区分类型而返还效果上

又回归统一处理，很容易引发实务对理论转型的抵触。如欲建立实务与学说的良好沟通，对于非统一说

本身的正当性及其意义亟需厘清。以下，比照日本学说中对于不当得利制度理解的演进，借镜其经验，

最终提出不当得利类型化应有的框架，并对非统一说之于不当得利的意义以及采纳非统一说所需面临的

问题予以澄清。最后尝试对日本类型论中双务合同返还的处理模式简要评析。 

2. 日本的类型论发展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日本学说中便又认识到了不当得利中类型论的必要性，而后类型论的主张百

花齐放，从类型分类乃至于具体细节均有争议。但仅管如此，在近年的民法改正中仍旧明文创设了以类

型论为基础的规定——第 121 条之 2。在学说广目于比较法探索不当得利理论的背景下，类型论仍旧杀

出重围并被立法所采纳，必然具有其独到之处。 
本文选取日本学界三位较具代表性学者的不当得利理论予以介绍，依照时间顺序分别为加藤雅信的

“箱庭”说、藤原正则的类型论以及近江幸治的类型论。分析各理论中不当得利制度的定位、构成要件

Open Access

 

 

1张广兴. 债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93. 陈华彬. 债法分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278-279. 
2张广兴. 债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01. 王泽鉴. 不当得利(第二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6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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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在返还中的处理方式。最终在回答前述问题的同时，评析各理论在双务合同无效返还中的处理方式。 

2.1. 加藤雅信的“箱庭说” 

“箱庭说”的特征在于尽可能于整个法律体系内统一说明不当得利制度，因此不止于民法，行政法、

程序法等都在其理论射程之内。对于“法律上原因”这一要件，其从判例中进行详细检讨，并从中归纳

出——不当得利法是指，在财货移转秩序存有瑕疵的场合，具有矫正财货移转亦即回复财货归属的机能，

而决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的成否的判断基准是以该财货移转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存否为基调，也可以说是

财产法体系的箱庭。3如此以来的“箱庭说”，便与以往的类型论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该说基于体系性的

理解和超出过往类型论范畴的认识，在避免传统类型化理解过于平面这一点上确实更为灵活，但该理论

对现实纠纷解决的作用，似乎可待商榷。 
在具体的返还效果上，得利人“返还其所受利益为原则”，但是善意得利人得利不存在的场合，基

于第 703 条仅负返还“现存利益”的义务，而恶意得利人基于第 704 条负返还义务。关于“矫正法的不

当得利规范”对表见法律关系的顾及，并非仅关注一般抽象的规范，而是必须考虑作为该当财货移转基

础的具体表见的法律关系。其意义在于，就事实上被实现的法律关系借由不当得利法清算时，这种处理

认可了事实上存在的表见法律关系的残存效力及其继续影响力，在效力的全有全无间开辟了中间处理的

道路。4 
而在双务合同无效、撤销的场合中，该说认为如果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时不考虑标的物与价金返还

之间相互的对价牵连性，则有失均衡，而买卖合同无效时，相互间的返还义务与合同有效时相互间给付

交换的利益状况基本上应该作同一考虑。在此限度内，为确保此种对价牵连性的存续，合同有效场合相

互间的对价牵连关系的诸规定也应该适用于利益状况同一的不当得利关系 5，因此在返还的过程中也可以

适用债务不履行以及风险负担的相关规定。在返还义务人具有归责事由时，转化为债务不履行责任；在

返还请求权人具有归责事由时，适用风险负担(改正前日本民法第 536 条 2 项)的规定，相对方仍可请求返

还所为给付；在双方均不具有归责事由时，适用风险负担(改正前日本民法第 536 条 1 项)的规定，双方返

还义务自动消灭。6 

2.2. 藤原正则的类型论 

对于不当得利，藤原认为其是一种“命令无法律原因得利予以返还或者恢复的法制度”。通过分析

欠缺法律上原因的内容，可以明确不当得利制度的具体意义，并且为个别返还请求权性质的考虑提供解

释上的指针。7藤原认为，不当得利的类型化视角是从整个法体系出发，当不当得利法以外的法制度所目

指的“财货归属”、“财货交换”以及“负担归属”秩序受挫时，不当得利制度可以担任补完权利保护

缺陷的任务。而不当得利法作为近代私法体系的骨骼，除了契约法以及所有权法(并不限于有体物所有权，

而是具有保护财货排他性归属意义的法秩序)，事务管理法亦属于其补完的范畴。不当得利问题的解决，

首先需要明晰的便是该具体不当得利请求权所补完的法制度，从其所补完的法制度出发，返还中问题的

解答也将不言自明。而如此观察，以上意义的相对侧便是不当得利制度本身并无固有的评价基准，顶多

将其理解为并不以债务人可归责性为前提的财货恢复手段。8 
在返还效果上，藤原首先检讨了“得利丧失抗辩”这一规则的历史渊源，其认为该条文是从以非债

 

 

3加藤雅信. (1986)『財産法の体系と不当利得法の構造』[M]. 有斐閣: 294. 
4加藤雅信. (1986)『財産法の体系と不当利得法の構造』[M]. 有斐閣: 441. 
5加藤雅信. (1986)『財産法の体系と不当利得法の構造』[M]. 有斐閣: 444-445. 
6加藤雅信. (1986)『財産法の体系と不当利得法の構造』[M]. 有斐閣: 449-453. 
7藤原正则. (2002)『不当利得法』[M]. 信山社: 11. 
8藤原正则. (2002)『不当利得法』[M]. 信山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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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偿为原型的案例中所提取出的规则，囿于非债清偿返还中“错误”要件证明的困难，便将其缓和为对

于“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3]。但由于其表述的过度抽象化且后续立法中将其作为一般条款，由此引发

了一系列不当得利法上的返还问题，因而不能依照其文义适用，对于得利是否存在的认定必须结合具体

类型进行讨论。而各类型的区分对于其效果的构造也具有指导意义，如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需要考虑

合同无效、撤销的规范保护目的以及牵连关系 9；在支出型不当得利中，问题的焦点便转向为保护得利人

免受他人干涉其权利领域的“强迫得利”。10 
在双务合同无效的清算问题上，由于非债清偿仅为单方给付的案型，该规则只考虑到了得利人侧的

信赖保护，因此并不能适用于此。11 而基于其对与不当得利法的定位——中立价值的清算规则，因此也

并不考虑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等，但对于无效撤销规范的保护目的需要详细考察。12 对于因欺诈、胁迫

而被撤销的合同，其认为原则上(除了因欺诈、胁迫剥夺当事人的决策自由)仍应该考虑维持合同清算的关

系，认可当事人间的同时履行抗辩权。而其理论中同样考虑了与合同解除规则间的协调性，因认为改正

前第 548 条属于瑕疵担保责任中的特别保护规定，所以对于合同无效下的返还也不会造成影响。13 

2.3. 近江幸治的类型论 

近江的类型论是以“返还”这一要点，将不当得利作为返还的综合、统一的制度。其认为不当得利

制度便是财货移转欠缺法律上原因时发生“应当返还”的制度。亦即为求当事人间公平，作为政策制度

而成立的矫正不公平得利的法定债权关系。而从得利的发生原因中观察其样态，大致可分为给付不当得

利和侵害不当得利。给付不当得利发生在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如合同)而为给付，其后该法律关系无效或

者被撤销而应当返还的场合，此时的返还关系应以其法律关系来进行“清算”。侵害不当得利发生于非

基于给付的财货归属被认定为无法律上原因时，因作为其财货移转基础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因此应以

作为社会一般规范的所有权规范为基础返还。近江认为，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基础的法律关系，称其为“前

提的法律关系”更为妥当。14理由在于，类型论下将“作为给付基础的法律关系”认为是“法律上原因”

的判断基准时，也应从该法律规范中寻求“返还法理”(如基于合同而为的给付需要返还时，此时应当遵

循合同规范中被称作合同关系应“还原至白纸”的清算法理)。着目于此，侵害型不当得利也是以作为社

会中一般规范的所有权规范(物权规范)为前提，并以该所有权规范为返还关系的基础。因此，以“前提的

法律关系”为出发点，可以进一步推进类型论的形态，使不当得利的法理能够理解为基于“前提的法律

关系”而为的统一、综合的返还制度。15 在无效、撤销以及解除后的返还关系间，近江认为并无二致，

尽管解除效果的学说会对返还请求权性质造成影响，但均应以恢复原状来把握，而这样的想法也正是新

近的债法改正中所体现的。 
效果上，近江说以现行日本民法典第 121 条之 2 第 1 项作为给付不当得利的效果规定。该条一改不

当得利返还中通常的表述——返还现存利益，将恢复原状作为无效法律行为返还的原则。基于对“前提

的法律关系”中法理的寻求，原则上合同法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风险负担规则都应适用，而时效期间

也需要考虑撤销权的期间来做相应调整。16 而第 703 条以及第 704 条则作为侵害不当得利的效果规范，

同时第 189 条至第 191 条以及第 196 条则作为侵害不当得利的特别规定。 

 

 

9藤原正则. (2002)『不当利得法』[M]. 信山社: 37. 
10藤原正则. (2002)『不当利得法』[M]. 信山社: 288. 
11藤原正则. (2002)『不当利得法』[M]. 信山社: 162. 
12藤原正则. (2002)『不当利得法』[M]. 信山社: 176. 
13藤原正则. (2002)『不当利得法』[M]. 信山社: 172-173. 
14近江幸治. (2018)『民法講義 VI 事務管理·不当利得·不法行為』[M]. 成文堂: 24-25. 
15近江幸治. (2018)『民法講義 VI 事務管理·不当利得·不法行為』[M]. 成文堂: 36. 
16近江幸治. (2018)『民法講義 VI 事務管理·不当利得·不法行為』[M]. 成文堂: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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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本类型论的特色 

日本类型论发展中最大的特点即为，从体系性视角去说明不当得利的统一基础。加藤认为不当得利

中“法律上原因”的内容是贯穿于整个民法典上法律关系的投影体；而近江则在某种程度上承继川村的

体系，以“所有”和“契约”为出发点构造两种返还的基础，并最终以返还为轴统一把握不当得利；藤

原则是从“补完”的角度去描述不当得利法与民法秩序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尽管在传统学说中，不当得

利之于民法的体系性也并非全无体现，如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给付目的欠缺，理论上通常以自始无给

付目的、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以及给付目的不达予以进一步类型化 17。其中给付目的不达型的不当得利，

便使得不当得利法与民法体系中债法的秩序相呼应。质言之，给付目的不达所涉及的案型均为当事人间

所约定给付本身并未为债法秩序所认可，并不赋予其完整的给付效力(典型如请求力)，但即便法秩序未给

予正向的肯定，却不妨碍为其提供作为救济手段的不当得利，与此同时，作为救济手段的不当得利也通

过此种给付目的不达类型的确定，为不完整的给付确立了保有的正当性。但日本类型论中所主张的体系

性更在于强调整个民法体系与不当得利法的呼应，借此将无法律上原因的区分与不当得利具有统一基础

的二问题相分离，进而证成类型化后不当得利法所具有的统一基础。从这种体系性的角度观察，不当得

利不再作为一座孤岛漂浮在法定之债，而是与整个实定法所相连。 
借此种角度得出的联系也不再仅具有为求法学的科学性而构建的体系意义，更是为返还中问题的解

决提供了一定方向性。通过此种体系性的关联，学说强调了对于其前提制度特质的考察。加藤提出的“表

见的法律关系”、近江的“返还法理”以及藤原所认为的“法秩序的补完”，均是先从关联制度中寻求

问题的共通解决方案(亦或是返还中需遵循的基本原则)，而非自始便于不当得利内部分析问题。此种处理

方法皆在强调同一点——对于不当得利返还问题的回答，必然需要考虑现行民法体系中既有的权益秩序

安排。因为无论是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三方关系还是责任范围问题，脱离了合同法的基本价值——债务

关系的相对性、两法律主体针对对方所拥有的请求权的相互性——都难以获得正确的理解，而对权益侵

害型不当得利的理解则必须倚仗侵权法上的基本价值，例如对绝对权的保护以及对财产权并不提供绝对

完全的保护[4]。此种视角下的非统一说，在解释力度、可操作性以及返还效果处理的精细程度上，相较

于仅借助善恶意进行效果区分对待的“非统一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其次，日本类型论以“返还”为要点，作为不当得利制度的统一基础，并进而明确不当得利的功能

本质。基于“返还功能”出发的不当得利，辅之以上述的体系性呼应的视角，传统语境中的最高原则自

然需要退位让贤，善意得利人的地位也将作为例外而考虑。善意得利丧失抗辩规则也需要基于不同类型

的要求重新展开解释论上的作业。此外，将返还功能作为其统一基础也并非采用类似功能主义的分析方

法，因类型论将不当得利定位为遵循既有法秩序矫正财产权益变动的制度，而其所依据的类型又与民法

体系所呼应，因此其统一把握的真正根源便是民法所自有的体系性。 
此外，日本类型论强调了一般条款的重要性。加藤主张统一说的部分原因便在于反对放弃不当得利

一般规定的“分解”说。其声称，不当得利问题具有影射整个法律体系的庭园式盆景构造，所以只将个

别规定放置于民法中并不足够，必须设置内容具有重复可能的庞大数目的个别规定。“分解”说，它不

仅忽视了不当得利作为有别于其它制度得以升华的历史意义，更令人担心的是，会发生因热衷于对特别

规定的适用而遗漏对原则性规范缺失的关注。一般条款的困难在于过于笼统和抽象的法律规范难以处理，

但其使得对不当得利作为一个整体的考量成为可能，并且可以填补法规的空隙[5]。不当得利类型化使得

其处理趋于精细以及可操作性的实现，已经弥补了一般条款的抽象性弊端。如果不是以衡平论那样的一

元论为前提的话，不当得利的类型化和一般条款的存在并不一定矛盾[6]。因此，除了类型化之外，一般

条款应被维持以揭示不当得利的原理。 

 

 

17王泽鉴. 不当得利(第二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9-72; 张广兴. 债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9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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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统一说之于不当得利的意义 

从日本学界对于不当得利制度的态度可以得出。在制度基础上，类型论彻底与衡平理念诀别，否定

不当得利制度的原先定位——“为实现更高层次正义的制度”[7]，采用体系性呼应的视角去说明不当得

利的理论定位。因此在返还规则构建的重心上，由于不当得利的制度独特性不复存在，善意得利人的返

还便不再作为原则来考虑，进而得利丧失规则也只是作为例外性的抗辩规定。在内容构建上，类型论着

重于凸显制度“返还功能”的面向，强调基础关系考察的方向性作用，基于各类型的功能性在构成要件

及效果上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处理。而为缓和直接采用现有规定引发的僵化风险，对先前基础关系的考察，

则转向为探求返还关系所对应的抽象秩序。 
仅仅明确此番理解，并不能回答我国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推动非统一说。但除开面对问题分析时逻辑

上周密性带来的美感，理论的功用更在于其所得出的正当效果。非统一说之下不当得利的核心理解，在

于其制度定位之于实体法相呼应所体现出的不自足性。仅从法律上原因这一角度来理解，由于判断当事

人得利是否有法律上原因必须借助于不当得利之外的法律制度，不当得利请求权显然属于不自足的。但

如欲体现理论价值，此种扎根于制度定位的不自足性必然将生长至效果的枝蔓，一旦对此予以认同，则

上述理解之采用亦将水到渠成。 
它首先体现为不当得利中的价值判断，需要与应当顾及的法律价值判断保持同一方向的评价甚至于

保持同一评价。从而在构建效果前首先考虑不当得利以外的规则，使得不当得利得以从虚假的自足幻想

中解脱。紧接着受到波及的便是得利丧失抗辩规则，作为原先的最高原则的体现，在非统一说语境下只

得作为例外情形予以考虑。其次，在理解非统一说真正目的并非反对统一理解不当得利，而是对其自足

性予以限制后，在词义上看似水火不容的统一基础与非统一说，借助“返还功能”这一视角得以握手言

和。正如卡纳里斯所言“给付型不当得利及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区别，并非法律逻辑的当然，乃是基于

目的性的考虑，不能因此而否认不当得利制度具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即在去除欠缺法律上原因不应保有

的利益。”18 而又因法典的编纂绝无可能达至事无巨细，总有遗漏权利保护之时，类型论与法典中一般

条款的关系也不再剑拔弩张。 
此外，彻底摆脱统一说赋予不当得利的崇高地位，将其理解作为返还而特设的制度，不仅有利于不

当得利制度自身的理解和构建，还有助于民法体系进一步清晰。例如，从返还功能角度理解时，解除效

果学说争议便稍显无关紧要。同样作为解决失败合同返还清算问题的制度，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义务

在不当得利框架中处理，进而将合同无效以及合同解除时需要个别处理的问题分开讨论，防止先端构造

夸大返还问题中的差异性，避免问题讨论流于形式之争。而从返还制度的角度观察不当得利，某种程度

上亦能达成一种后发先至的效果，从而与国际上统一返还的立法趋势相呼应。同样基于本身不自足性的

强调，对于问题的处理也不会交由一条简单的返还公式，基于体系性的类型化既照顾到思考上的经济性，

又不至于过分抽象而对真正需要关注的细节予以忽视。总而言之，学术的自信建立在积累之上，他国之

法虽未必为唯一正道，但未谈巅峰何谈超越？从继受角度来看，对于不当得利制度当下意义以及未来方

向的探明，对于非统一说进一步深化理解实属必要。 

4. 简评日本类型论中无效合同返还的处理模式 

上述的箱庭说、藤原类型论以及近江类型论，均以非统一说之理解为基底，各自展开效果上的构建，

尽管结果上并无明显区别，但论证进路仍有优劣。加藤以事实上牵连性为依据，通过适用有效合同下的

规则来解决返还问题。该理论缺陷在于牵连性发挥的根据并不在于所谓“事实上牵连性”，倒不如说是

法律行为无效的效果更为妥当。此外，该处理方法，虽然在结果上将风险重新平等分配给了双方当事人，

 

 

18Larenz/Canaris, Schuldrechl, 2/11, S. 142. 转引自王泽鉴. 不当得利(第二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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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效合同下的风险负担规则暗含着合同中“等价性”的前提。而无效、被撤销的合同中，尤其是后者

双方当事人的意思瑕疵通常与价格相关，如果“等价性”丧失作为无效合同返还的原则情形，适用此种

规则的正当性便不复存在。适用改正前日本民法第 536 条 1 款的结果是对待给付请求权的相应消灭，毋

宁说是重新回到了早期差额说的处理方式。考虑到解除与无效的共通性以及当下对解除后返还理解，未

来理论的构建方向应当以请求权的存续为原则。 
近江的类型论认为，无效合同返还中的不当得利请求权与解除后的返还请求权性质相同。此种理解

实际上将问题转至解除后价额偿还义务存续的正当性，对于解决问题并无实质性推动。但此种认识的益

处在于，明确了失败合同返还中原则上的共通性，且强调了“返还法理”与“前提性法律关系”的区别，

因此并非直接将有效合同制度中的规则在返还中适用。如欲循此进路，尤需注意合同解除和合同无效的

相异之处，如在因欺诈、胁迫而撤销的合同中，受欺诈、胁迫者是否需要依照恢复原状义务返还孳息(以
及是否需对本应收取而未收取的孳息负返还义务)，返还中的风险负担能否类推合同解除中的风险回跳规

则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探讨无效规则本身的规范意旨，以及解除中规则是否具有双务合同返还的

普适性。 
藤原在分析善意得利丧失抗辩规则的渊源后，主张在双务合同下直接排除善意得利丧失抗辩规则的

适用，并且于标的物返还不能时价额偿还义务继续存续。此种进路的问题在于，排除善意得利丧失抗辩

规则的适用虽然合理分配了双方当事人的风险负担，但并非一劳永逸。该种处理仅仅解决了返还当事人

是否应当承担风险的问题，并未回答返还当事人应当承担何种范围的风险。而如若在价额偿还义务的范

围问题上仍需借助善意得利丧失抗辩规则，则此种排除又稍显武断。对此问题，藤原尝试将其置于损害

赔偿法中解决。但考虑到两制度功能的区别，以及返还问题中难以直接认定的因果关系，此种处理方式

仍欠缺足够的清晰性。 
对于有效合同规则的类推适用，我国亦有学者主张适用民法典第 604 条[8]，从而确认以占有为准的

风险分配规则。此种进路混淆了作为牵连性原则的债务人主义风险负担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对价风险移

转。前者关乎风险事件下双务合同中二请求权的命运，而后者则实为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范围。以占有作

为对价风险移转的判断标准，只是因占有通常对于履行义务而言具有核心性，又或者是为避免各国间概

念纷扰而以纯粹事实状态为断，占有并不具有风险承接的当然性。而将此条适用于返还，从而断定返还

债务人承担风险，证成价额偿还义务的存续毫无道理可言。同样，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也并无说服力，

因返还时需要返还所受利益及其所生孳息，如依此逻辑在两相独立的返还请求权中，既无利益之享受则

绝无风险负担之可能。而对于解除与无效间返还请求权的共通性，以及解除规则能够多大程度影响无效

合同返还，学者讨论尚有不足。在价额偿还义务存续的基础结论上，进一步推进善意得利丧失抗辩规则

在双务合同无效返还中适用可能性的讨论也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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